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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要素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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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合理构建嵌入空间计量模型的 CD 生产函数基础上，使用 2000—2018 年中国 25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

测度纳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此生产函数模型对中国 258 个城市和 5 大城市群的

资本和劳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解，探究其辐射带动能力。研究发现：① 在时序发展上，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

率整体略有下降，但近期有上升的趋势。在空间演变上，中国南部和北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明显，东部和西部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则保持稳定。② 纳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结果比未纳入要素空间溢出效

应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结果平均高 0.466 3，说明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促进作用。

③ 在城市层面上，环渤海城市、长三角城市、珠三角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强，中西部城市要素

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在城市群层面上，长三角城市群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高，成渝城市群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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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要素流动的

集中单元，在区域发展中起着引领和协调作用[1]。然

而近年来，中国城市依靠大量要素投入的经济发展

模式在资源约束的现实背景下已难以为继，亟待提

高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则是对城

市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评判[2]。相比于行业和企业

层面等的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城市之间有着天然的

空间联系，而空间联系往往会转化为经济联系，产

生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将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纳入到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地测度中，能够从空间角度更加

合理的测度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也能研究其对城

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科学依据。与此同时，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反

映了本地区对邻近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3]，在中国

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作为承载发展要素的空间形式

下[4]，合理评估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辐射带动能力

对推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要素生产率是在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

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5]。全要素生产率的

测度方法众多，根据是否需要估计具体生产函数模

型的系数，可以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参数法始

于 Solow 开创的索洛余值法[6]，其核心是通过设定

一系列假定和生产函数模型，对生产函数模型的弹

性系数进行估算，使用产出和所有投入要素的比例

来度量全要素生产率。后续发展的随机前沿方法和

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也需要进行生产函

数模型的预设才能测度出全要素生产率[7-10]。然而

正是因为需要事先设定生产函数模型，参数法往往

面临生产函数模型选择的困难，不同的生产函数模

型可能测度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会有所偏差，使测度

结果不稳健[11]。非参数法主要以 DEA 方法为主[12-14]，

同时与 Malmquist 和 Luenberger 指数相结合，测度

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DEA 方法简便易行，不需

要进行统计推断，只需要特定的数据。因此现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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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中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多数以 DEA 方法为

主[15-17]。但 DEA 方法无法测度出全要素生产率水

平值，且对于宏观和中观层面测度误差较大，亦没

有明确的经济学意义[18-19]。与此同时，上述测度方法

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要素的空间溢出效应，

特别是对于具有明显空间联系的城市而言。虽然已

有学者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测度考虑要素空间溢出效

应的全要素生产率[20-21]，但其主要聚焦在中国省级

或者是行业层面，而城市间的空间联系相比于省级

或者行业层面更加突出，因此有必要在中国城市全

要素生产率测度中纳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与此同

时，要素空间溢出效应是本地区生产要素通过区位

关联影响到邻近地区经济增长的经济现象[22]，体现

了城市间的辐射带动作用。现有文献主要研究国家

间和特定区域的要素空间溢出效应[23-24]，鲜有中国

城市层面的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并且对于城市

层面的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则是用所有城市溢出效应

的平均值代替[25]，忽视了中国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

异质性。因此，本文遵循以上文献的思路并进一步

完善，使用优选过后的嵌入空间计量模型的 CD 生

产函数测度纳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中国城市全要

素生产率，并在此模型基础上对中国 258 个城市和

5 大城市群的资本和劳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

解，以期为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

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嵌入空间计量模型的 CD生产函数

 1.1.1    基准模型构建

本文生产函数选择 CD 生产函数，因其结构简

约易用，而且对于规模报酬的测度直观且符合常

理 [26-27]，具体 CD 生产函数模型形式参考 Ouwe-
hand 等的设置[28]，形式如式（1）所示，本文的生产要

素选择经典的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因其流动性强，

要素空间溢出效应更易发生。但式（1）无法捕捉要

素空间溢出效应，而空间计量模型因其空间权重矩

阵的特殊设置，可以对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有效捕捉。

因此，本文参考范巧和郭爱军的嵌入空间计量模型

的 CD 生产函数的构建[29]，并放松其规模报酬不变

假设，测度纳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城市全要素生

产率，具体形式如式（2）所示。式（2）是嵌入一般嵌

套空间计量模型（GNSM）的 CD 生产函数，其包含

了 7 种经典空间计量模型①以及非空间计量模型

（NSM），本文以此模型为基准，使用 LR 检验优选

合理的空间计量模型形式嵌入进 CD 生产函数以测

度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因为空间计量模型中反馈

效应的存在[30]，资本要素，劳动要素的弹性系数（即

贡献率）如式（3）和式（4）所示，式（5）为城市全要素

生产率 TFPit（Ait 含义同 TFPit）测度等式。

lnYit = ln Ait +α ln Kit +β ln Lit +ui+ vt + ξit （1）

lnYit =ρ(S WE× lnYit)+βK ln Kit +βL ln Lit+

θK(S WE× ln Kit)+ θL(S WE× ln Lit)+

ui+ vt + ξit

ξit = λ（S WE× ξit)+ eit （2）

αS =
1

NT
×Trace[(INT −ρ×S WE)−1(βK INT + θKS WE)]

（3）

βS =
1

NT
×Trace[(INT −ρ×S WE)−1(βLINT + θLS WE)]

（4）

T FPit = Ait =
Yit

Kit
αs Lit

βs
（5）

Yit Kit Lit

ui vt ξit eit

eit

α β αs βs ρ λ βK βL

θK θL

INT

式中， 、 和 分别代表产出、资本要素和劳动要

素。 是个体效应， 是时间效应。 和 是随机扰

动项，其中 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且服从零均

值，同方差的正态分布。 、 、 、 、 、 、 、 、

和 是被估计的模型参数，N 为样本个体数，T 为

样本时期数， 为 N×T 阶单位阵，Trace 为矩阵迹

运算符。SWE 为经济空间距离时空权重矩阵，其构

建思路下文将详细论述。

 1.1.2    时空权重矩阵构建

S S

S

W

Wi j

本文样本期间为 2000—2018 年，时期跨度较

大。因此为了捕捉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动态特征，

构建时空权重矩阵。具体如下，本文借鉴 Dubé等构

建时间权重矩阵[31]，记为 。 的上三角阵为 0，表明

未来的行为无法影响现在； 的下三角阵表示过去

的行为会影响现在，并且离现在时间越近的行为对

现在的影响越大。 为空间距离权重矩阵，其矩阵

元素是 。同时由于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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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7 种经典空间计量模型包括一般嵌套空间计量模型（GNSM）、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杜宾误差模型（SDEM）、空间自相关模型

（SAC）、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 X 滞后模型（SXL）。
 



WE

W WE YN

Y

大的差距，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对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影响更大，因此本文在空间距离

权重矩阵基础上构建经济空间距离权重矩阵 。

和 如下式所示。 为研究期间 N 市人均

GDP 均值， 为样本期间总人均 GDP 均值，diag 为

主对角线运算符。

W(i, j) =


1
di j

， i , j

0， i = j

（6）

WE =W ×diag(Y1/Y ,Y2/Y , · · ·YN/Y) （7）

S W WE

式中，dij 为根据城市之间经纬度算出的直线距离。

将 、 和 矩阵进行行标准化，经过克罗内克积，

形成最终的空间距离（SW）和经济空间距离（SWE）
时空权重矩阵。由于 SWE 时空权重矩阵同时考虑

了经济差距和空间距离这两种因素，更加符合现实

情况，本文使用 SWE 时空权重矩阵作为最终时空

权重矩阵。

 1.2    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1.2.1    城市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本文参考 Kelejian 对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32],
使用上文中嵌入空间计量模型的 CD 生产函数对具

体城市的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如式（8）和式（9）所示。

S EKVU =

4902∑
i=1

[(IUV −ρ×S WE)−1(βK IUV + θKS WE)]i j

（8）

S ELVU =

4902∑
i=1

[(IUV −ρ×S WE)−1(βLIUV +θLS WE)]i j（9）

j = U + (V −1)×258,V =1 · · ·19,U = 1 · · ·258

S EKVU S ELVU

式 中 ， ，

i≠j。 和 分别表示 V 时期 U 城市资本要

素和劳动要素的空间溢出效应，ij 表示矩阵 i 行 j
列元素。

 1.2.2    城市群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城市群要素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对其所属城市

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加总平均而得。同时，本文将城

市群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解为城市群外部要

素空间溢出效应和城市群内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

以探究要素空间溢出的不同路径。具体而言，城市

群外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是指城市群中城市对城市

群外部城市的溢出效应，城市群内部要素空间溢出

效应是指城市群中城市对城市群内部城市的溢出

效应。

 1.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 产出（Y）。产出使用各城市实际 GDP。具体

方法是基于 2000 年不变价 GDP 平减指数对各城

市名义 GDP 进行平减。由于缺乏城市层面 GDP
平减指数，使用城市所在省的 GDP 平减指数代替

各市 GDP 平减指数。

2） 资本要素（K）。资本要素投入使用资本存量

代替。资本存量（Kit ）本文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如

式（10）所示。

Kit = Kit−1(1−δ)+ Iit/Pit （10）

δ Iit Pit式中， 为折旧率， 为固定资产投资， 为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指数。资本存量的核算最重要的是基期资

本存量和折旧率的确定。本文采用 Young 的方法，

使用基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 10% 作为基期资

本存量[33]。折旧率采用张军等的方法，使用 9.6%[34]。

由于缺乏城市层面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本文采

用城市所在省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代替各市固

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3） 劳动要素（L）。劳动要素投入使用各城市单

位从业人员，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之和表示。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时间的完整性，本文

的样本为中国 2000—2018 年 258 个地级及其以上

城市（未含港澳台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35]、国研网数据库①和 CEIC 数据库②。

 2    空间计量模型优选与城市全要素

生产率测度结果分析

 2.1    空间计量模型优选

本文参考范巧和郭爱军[29] 的优选策略，并加以

改进。从 GNSM 模型开始，使用 LR 检验优选嵌入

进 CD 生产函数的空间计量模型。由于数据形式为

面板数据，每个空间计量模型需要与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双向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相结合，

本文使用 FE、TE、TW 和 RE 表示，同时 SWE 表

示使用经济空间距离时空权重矩阵，SW 表示使用

空间距离时空权重矩阵。如表 1 所示，GNSM_
TE_SWE 统计性质最好，所有的估计系数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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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优度较高。因此将以此模型为基础，进行退化

的空间计量模型 LR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其他 6
种空间计量模型均不能拒绝原假设，GNSM_TE_
SWE 模型为 7 种空间计量模型中最优模型。事实

上，GNSM_TE_SWE 模型包含了所有的经典空间

计量模型，与中国城市间多样化的空间联系相吻合，

即既有模型中已经存在的要素空间溢出效应，也有

随机扰动项中未考虑的其他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

因此选择 GNSM_TE_SWE 模型在统计性质和经济

理论上都较为适宜。最终计算出来的资本要素弹性

系数为 0.575 4，劳动要素弹性系数为 0.435 6，将其

代入式（5），测度出纳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中国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也进行传统 CD 生产函数

的面板回归结果报告，将其报告进表 1 中。由于是

面板数据，为了结果的准确性以及与嵌入空间计量

模型的 CD 生产函数具有可比性，传统 CD 生产函

数模型最终使用双向固定效应进行估计，估计结果

为表 1 最后一列所示。

 2.2    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特征

本文根据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进行时序发

展分析。并借鉴韩增林等[36] 的做法，将其分为 3 个

阶段（表 2），同时根据《统计制度及分类标准（16）》[37]

将经济地带划分为四大板块进行空间演变分析。

在时序发展上，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整体略

有下降，从 2000 年的 1.39 降为 2018 年的 1.36，在
样本期间呈“先上升到持续下降再到后上升”的波

动态势。2000—2008 年，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整

体持续上升，从 1.39 上升到 1.70。在此期间中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

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可能是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

率提高的原因。2008—2017 年，中国城市全要素生

产率持续下降，可能的原因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对

 
表 1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Table 1    Parameter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urba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model
 

变量 GNSM_FE_SWE GNSM_TE_SWE GNSM_TW_SWE GNSM_RE_SWE OLS_TW

βK
 0.088 4***

（26.995 7）
0.574 3***

（56.598 7）
0.085 6***

（ 24.676 0）
0.569 8***

（56.119 5）
0.735 0***

（161.420 0）

βL
 0.019 8***

（7.312 2）
0.434 9***

（41.995 6）
0.017 5***

（7.302 7）
0.437 3***

（42.150 6）
0.240 0***

（29.560 0）

θK
 −0.032 9**

（−3.163 9）
−0.195 7**

（−2.297 4）
−0.014 9 

（−0.549 6）
−0.195 1**

（−2.174 9）

θL
 0.184 6***

（7.966 9）
−0.193 7*

（−1.683 5）
0.012 1 

（0.529 2）
−0.162 5 

（−1.543 2）

αs
 0.084 6*

（1.932 6）
0.575 4***

（59.479 7）
0.085 8***

（30.024 6）
0.571 0***

（44.967 8）

βs
 0.003 5 

（0.017 7）
0.435 6***

（47.044 3）
0.017 5***

（ 7.037 2）
0.439 1***

（41.836 6）
拟合优度修正值 0.994 5 0.901 0 0.318 0 0.901 8 0.999 4

对数似然值 8 285.885 9 −714.231 0 8 921.904 3 −732.271 4 2 211.900 0

随机扰动项方差 0.001 9 0.078 0 0.001 5 0.077 6 0.023 8

　　注：
***

、
**
、

*
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的假设检验；括号内为t统计值；空白处相关变量无数值；FE、TE、TW 和 RE分

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双向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βK、βL、θK、θL、αs、βs为生产函数的待估参数；暂缺港澳台数据。

 
表 2    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演变

Table 2    Spatial evolution of urba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a
 

四大板块
低级阶段城市数量 中级阶段城市数量 高级阶段城市数量

2000年 2018年 2000年 2018年 2000年 2018年

东部地区 27 16 44 42 15 28

中部地区 43 45 36 31 0 3

西部地区 43 41 17 12 1 8

东北地区 28 9 4 13 0 10

　　注：暂缺港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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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影响较大，且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同时中国城市也面临着“三期叠加”的严峻形势，在

两者的交互影响下，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逐渐下

降。2017—2018 年，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开始稳

步上升。这与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http://www.
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提

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指引密不可

分。对于具体区域而言，东北部地区部分城市全要

素生产率在样本期间变化较大。东北部地区的长春、

沈阳和哈尔滨等，在 2000 年处于全要素生产率低

级阶段，而 2010 年之后逐渐跃升为高级阶段。这可

能得益于 2009 年中国政府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

见 》 （ http://www.gov.cn/zwgk/2009-09/11/content_
1415572.htm）。同时环渤海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也

对东北部地区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一定作用。

江西省南部地区、湖南省部分地区以及福建省的莆

田市和南平市等地从 2000 年的高级阶段跌入中级

阶段或低级阶段。可能的原因是江西省、湖南省和

福建省的这部分地区周边有国家中心城市或区域性

中心城市，如广州、深圳和武汉等，其受中心城市要

素集聚的影响，高技能劳动力和资本流入中心城市，

而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没有完全抵消要素流动的负

向影响，导致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降低。

在空间演变上，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不同阶

段空间分布整体上呈现全局分散，部分集中的特点。

2000 年处于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级阶段的城市有

141 个，约占样本总数的 54.7%，主要分布在中、西

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包括银川、西宁、天水、鹤岗

和白山等。处于全要素生产率高级阶段的城市有

16 个，约占样本总数的 6.2%，主要集中在东部地

区，如上海、苏州、无锡等。而处于全要素生产率中

级阶段的城市有说明 101 个，约占样本总数的

39.1%。从中可以看出在样本初期，中国城市全要

素生产率空间分布呈现“东高西低，南强北弱”的特

征，这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相互印证。即由

于东部地区处于优先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下，吸引

了大量高技术人才和资本，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发

展速度明显强于中、西部城市。2018 年处于全要素

生产率低级阶段的城市有 111 个。处于全要素生

产率高级阶段的城市有 49 个。处于全要素生产率

中级阶段的城市有 98 个。因此，整个样本期间，中

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数值变化较小，但阶段所

处区位特征则有所改变。北部地区城市全要素生

产率平稳上升，南部地区的部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开始下降，而东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未

出现明显变化，东部地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始终高

于西部地区。综上所述，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从

样本初期的“东高西低，南强北弱”空间分布逐渐转

化成“东高西低，南北均匀”的空间态势。说明中国

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差距在东西部之间表现更加明

显，而南北部之间差距在不断缩小，这与邓忠奇等

的研究发现相一致[38]。

 3    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3.1    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影响

本文将所测的纳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城市

全要素生产率结果与表 1 中未纳入要素空间溢出

效应的传统 CD 生产函数结果相减，以研究要素空

间溢出效应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

纳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结

果平均比传统 CD 生产函数所测结果高 0.466 3，表
明城市之间的要素空间溢出效应会提高城市全要素

生产率，可能的原因是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对产出

的正向空间溢出过程中，将原有地区的技术能力、

管理能力和先进知识等进行扩散溢出[39]，进而提高

周边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

 3.2    城市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式（8）和式（9）测度具体城市的要素

空间溢出效应，通过 Jenks 自然断点法将其分为 3
个水平[36]。并对 2000 年和 2018 年的城市要素空间

溢出效应进行空间区位分析（表 3）。
由于资本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和劳动要素空间

溢出效应的高低水平空间分布一致性较高，可能是

因为在经济活动中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往往组合使

用，两者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协同性①。因此，本文

使用表 3 统一展示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分布特

征。从表 3 可以看出，2000 年和 2018 年要素空间

溢出效应高低水平空间分布未出现明显变化。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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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囿于空间计量模型技术的发展，本文的空间计量模型设置形式也是使资本和劳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分布一致性较高的重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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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地区看，要素空间溢出效应高水平城市主要分布

于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包括长三角城市

和中部地区个别大型城市。这印证了东部地区由于

自身政策、区位等优势，使生产要素高度集聚，从而

对外围地区产生较强的扩散效应的理论[37]。西部和

东北部城市的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处于低水平或者是

中等水平，并且在样本期间未出现明显的改变，这

与其自身经济发展滞后于中西部地区密切相关。综

上所述，中国存在明显的区域辐射极，主要为东部

沿海地区和中部个别大型城市，其通过对周围经济

发展较滞后地区进行要素的空间溢出，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

从具体城市看，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前 30 名城

市中国家中心城市有 6 个，分别是上海、广州、北京、

武汉、天津和郑州、而西安、成都和重庆排名靠后，

分别排 82、96 和 134 名。说明中国国家中心城市

是推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主力。但中国国家中心

城市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西部中心城市

的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还未追赶上中东部中心城市。

排名前 30 名中，除了 6 个国家中心城市外，剩下的

直辖市、副省级城市或者省会城市有天津、南京、杭

州、长沙和济南，计划单列市有深圳、宁波和青岛，

其余城市都是普通地级市。可以看出个别普通地级

市的经济影响力正在逐渐超越省会城市等级别较高

的城市。同时，本文发现要素空间溢出效应排名前

6 位的城市多数来自江苏，而上海位于这 6 座城市

之后。说明上海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带动能力已经逐

渐转换为协同优势，长三角地区正从以往通过上海

单一中心向外溢出，转向长三角核心区对外的多点

辐射，已然成为中国辐射带动能力最强的地区，这

与长三角地区高度的一体化密切相关[37]。同时，值

得关注的是拥有大量煤炭、石油和金属矿的资源型

城市，其凭借着原材料资源优势，通过产业链对周

边地区产生强大的辐射效应。不过，由于资源的稀

缺性，这些资源型城市面临着资源枯竭的困境，亟

待产业结构的转型发展。

 3.3    5大城市群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 5 大城市群分析其要素空间溢

出效应，这 5 大城市群政策确立时间较早，经济发

展在中国城市群中处于前列，因此研究其要素空间

溢出效应对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能力，推动中国区

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将城市群在

样本期间的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分解为外部要素空间

溢出效应和内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并在样本期间

进行加总平均，结果如表 4 所示。

在内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上，长三角城市群最

高，长江中游和珠三角城市群紧跟其后，京津冀和

成渝城市群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在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空间联系紧密，经

济联系频繁，如上海为科技研发中心，苏州为生产

 
表 4    5大城市群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

Table 4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factors in the five urban agglomerations
 

要素空间溢出效应 外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 内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

京津冀城市群 105.512 5 98.602 1 6.910 4

长三角城市群 204.078 6 180.009 8 24.068 9

珠三角城市群 139.319 6 126.942 4 12.377 1

长江中游城市群 101.068 6 88.506 6 12.561 9

成渝城市群 50.983 2 45.993 3 4.989 8

 
表 3    中国城市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分布

Tabl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urban factors in China
 

四大板块
低水平城市数量 中等水平城市数量 高水平城市数量

2000年 2018年 2000年 2018年 2000年 2018年

东部地区 20 21 38 36 28 29

中部地区 34 36 38 34 7 9

西部地区 50 44 11 16 0 1

东北地区 24 22 7 8 1 2

　　注：暂缺港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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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中心，杭州为数字服务中心。长三角城市群内

部围绕这 3 座城市进行经济联系，形成强大的内部

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珠三角城市群则围绕广州和深

圳进行产业布局，形成经济关联。但珠三角地区内

部经济差距较大，广州和深圳与珠三角边缘城市经

济联系较弱，与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经济均衡发展相

比有一定差距，因此其内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低于

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类

似，拥有武汉和长沙两个大型城市，但内部经济发

展主要依靠这两大城市，其他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不

强，导致内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不高。京津冀城市

群的经济核心则为北京，与拥有双核或多核驱动的

其他城市群相比，内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弱。成

渝城市群则主要是因为地理条件以及内部经济差距

过大，导致其内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低。

在外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上，长三角和珠三角

城市群较高，京津冀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处于第二梯

队，成渝城市群较低。可能的原因是：长三角城市群

在形成产业集群后，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向邻近地区辐射，外部要素空间溢出较强。珠三角

城市群是中国外贸企业集聚地，处于全球价值链中

加工组装位置重要一环。其需要周边地区的中间品

和劳动力等要素，因此拥有对外部地区较强的要素

空间溢出效应。京津冀城市群则是通过北京进行产

业转移和高技能人才流动，对外部地区进行要素空

间溢出，而内部其他城市则溢出有限。与京津冀城

市群类似，长江中游城市群通过武汉和长沙进行外

部的资本和劳动要素空间溢出，内部其他城市要素

空间溢出效应较低。这两大城市群有一定的外部要

素空间溢出效应，但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相比

有较大差距。成渝城市群由于其地理位置处于西部，

产业链集中在内部，因此外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

低，需要进一步破除产业链和供应链壁垒，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使用 2000—2018 年中国 258 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的产出、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数据，运用嵌

入空间计量模型的 CD 生产函数测度纳入要素空间

溢出效应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并基于此生产函数

模型对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城市

和城市群层面的分解，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 在时序发展上，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整体

略有下降，但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断推进，

2017 年后有上升的趋势。在空间演变上，中国城市

全要素生产率在 2000 年呈现“东高西低，南强北弱”

的空间分布，2006 年以后，这一空间分布有所改变，

东北部地区城市处于全要素生产率高级阶段数量明

显增加，而南部地区部分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跌入

中级阶段或低级阶段。东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全要素

生产率所处阶段特征则无明显变化。

2） 嵌入空间计量模型的 CD 生产函数测度中

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比传统 CD 生产函数测度

结果平均高 0.466 3，说明中国城市之间资本要素和

劳动要素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高有推动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在要素空间

溢出过程中，将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管理观念向周

边地区扩散，进而提高中国整体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因此，中国区域重大战略强调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

的空间联系是有理可循的。

3） 中国 258 个城市中，国家中心城市和东部地

区城市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强。具体而言，国家中

心城市中，东部中心城市要素空间溢出效应比中西

部中心城市强。东部地区中，环渤海地区、珠三角

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城市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强。5
大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由于政策红利和区位优

势等原因，外部和内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均较高。

成渝城市群由于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地理位置等

原因，外部和内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均较低。

 4.2    讨论

中国城市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多样化

的空间联系。本文测度了纳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证明了空间联系所形成的要素

空间溢出效应有利于推动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要素空间溢出将城市的技

术和管理能力向周围地区扩散，提升了邻近地区城

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中心城

市、个别大型城市和长三角城市群的要素空间溢出

效应较强，其能够辐射带动周边经济发展较滞后的

地区。本文认为加强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充

分发挥要素的空间溢出效应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

济高质量协调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具体而言，中

国政府应该削除劳动力流动的地域阻碍，加强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高技能人才地区流动的社会保

障体系和薪酬待遇标准，提高劳动要素空间溢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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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同时加强核心地区和邻近地区，经济发达地区

与欠发达地区产业联系，积极引导核心城市将不具

优势的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提高资本要素空间溢

出效应。最终，通过提高城市之间多维度的要素空

间溢出效应助力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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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urba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analysis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factors in China

Feng Xiaohua1,2，Qiu Siyuan1,2

（1. School of Business,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Hubei,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Open Economy,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Hubei, China）

Abstract: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urban factor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the rational construction of CD
production function embedded in general nested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258 cit-
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8 to measure the urba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orporating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factors to represe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uses appreciate production function embedded in general nested spatial economet-
ric model to decompose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capital and labour factors of specific cities and 5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explore the radiation driving capacity of specific cities and 5 major urban agglomer-
ations to improv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erms  of  timing  development,  the  overall  urba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a  has  decreased  slightly,  but
there is a gradual rising trend after 2017. In terms of spatial evoluti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ities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eastern and west-
ern cities remains stable. 2) The result of measurement of urba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ith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factors  is 0.466 3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withou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factors,  indicating tha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factors has a remarkable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3) Among
the specific cities,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factors of national central cities, and cities in the Bohai Bay,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is strong, while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factor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cities is weak. Among the 5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factor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is higher, while that in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is
lower.

Key words:  urba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factors; spatial econometric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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